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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商标犯罪

案件252件、犯罪嫌疑人263名，分别比上年增长6．78％和22．33％；

2007 年，移送涉嫌商标犯罪案件 229 件、犯罪嫌疑人 228 名；2008

年，移送涉嫌商标犯罪案件 137 件、犯罪嫌疑人 145 人。20o9 年，

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各类商标违法案件总计 51 044 件。

其中，商标一般违法案件 7448 件，商标侵权假冒案件 43 596 件；查

处商标涉外案件 10 461 件；共收缴和消除违法商标标识 1 353．4 万

件；移送司法机关涉嫌商标犯罪案件 92件，犯罪嫌疑人 109 人【1_。

2010年上半年，全国地方法院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的案件235件，

生效判决人数 418 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的案件 134

件，生效判决人数 177 人；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

识罪判处的案件 67件，生效判决人数 91 人 。2010 年，全国地方法

院以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判决的案件1 254件，生效判决人数1 966人，

同比分别上升 24．53％和 22．49％。其中，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决

的案件 585 件，生效判决人数 1 028 人；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判决的案件 345 件，生效判决人数 459 人；以非法制造、销售非法

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判决的案件 1 82 件，生效判决人数 253 人。

201 1 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涉及的假冒注册商标

案件 1 101 件，占全年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的 31．2％，同比增长

3．5％。2012 年，全国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 2068



件，占 24％；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 2061 件，占 23．9％ 。

近年来，司法机关查处的假冒注册商标案件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呈上

升趋势。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人们打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其原因一方面与监管不严、法律制度不健全、打击不力有关，另一方

面在于从事假冒行为有利可图，甚至获利颇丰。本文拟从经济学的角

度对我国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类不法行为屡禁不止的原

因作一深层次探讨，并提出相关预防对策。一、生产、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的商品之成本与收益分析经营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从事商品经营

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利润，换言之，牟取利益是经营者的经济动因。

生产者、销售者进行生产、销售活动都要计算他的投入与产出、成本

与效益，竭力使产出大于投入，并拉大其中的差额，追求利益的最大

化。从微观方面考察，企业或个体户生产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的成本(Cost)可表示为公式 I：C=C1+C2+C3×R。其中，c1 表示假冒

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制造成本，包括印制某种假商标的成本和制造

商品本身的成本。前者的投入较小，只需必要的印刷费用，省去了大

量设计商标的智力投入以及注册费用。C2 表示销售该假冒商品的成

本；C3 表示被查处一次的风险损失；R表示被查处的风险概率(Ratio)；

R 与 c3 之乘积即为该经济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同样，企业或个体

户生产并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所获取的收益(Earnings)也可用

公式表示为：E=s×Q。其中，S(Sale)表示该假冒商品的销售价格，Q

表示假冒商品的销售量(Quantity)。由此可得出该企业或个体户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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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研究。• - — — 266 -•——品所获利润为 aC=E—C。目前，

就整个社会来说，假冒行为的被查处总量很大；但对于某一具体企业

或个体户来说，其假冒行为的被查处概率很低，即 R之值很小，因而

R 与 c3 的乘积也很小，即经营者实施该假冒行为的风险成本很低，

而 c1、c2 的值一般变动不大，故 AC 的值很大。这样就诱使不少经营

者去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下面再来分析商品批发商

批发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成本与收益。批发商经营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的成本可用公式Ⅱ表示为：C =C1 +C2 xR 。其中，c1 表示

批发商的正常批发成本支出(即假定不被查处)，c2 表示被查处一次

的风险损失，R 表示被查处的风险概率。批发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

收益(Yield)为：Y=Vxw，其中，V 为批发差价，w 为批发量。批发商

批发该类商品所获利润(Profits)为 aP=Y—C I41。同样，由于经营

者假冒行为的被查处概率很低，所以，c2 与 R 之积很小，C 之值随

之亦小．另一方面，生产者销售给批发商的价格比正常的商品价格要

低得多，即其让度给批发商的价格差较大，因而 v 的值很大．显然，

Y 与 C 之差即 AP 的值更大，因而批发商获利颇丰．这样，批发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对批发商很有吸引力．至于零售商，他出售假冒他人

注册商标的商品所获收益与所付出的成本与批发商基本相同，对他们

来说出售此类商品也是有利可图。最后，在消费领域，由于消费者“惰

性现象”的存在，造成了一定的纵容空间。所谓消费者惰性，是指消



费者在购买了某种商品后，知道该商品是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假商品

或伪劣商品，如果预期投诉收益小于投诉成本，他就会放弃投诉，也

就是说他们同样会考虑投诉成本与可能得到的投诉收益之间的比值。

这里的预期投诉收益等于预期胜诉所获得的赔偿费用与预期胜诉的

概率之积，而预期投诉成本等于预期投诉所花费的金钱成本(包括可

能的交通、食宿及通讯费用等)、时间成本以及精力耗费之和。现实

生活中，投诉成本很高，而胜诉所获得的赔偿费用很低，有时获得的

仅仅是退款或换货，再加上处理投诉的单位工作效率低下等原因使胜

诉的概率不是很高。因此，消费者购买了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后进行

投诉的比较少。消费者胜诉的“外部经济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消费者投诉的积极性。这样，就从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生产、销售假冒

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的发生。经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无论是

在生产环节还是在销售环节始终存在一种经济动因诱使生产者、销售

者实施这类不法行为，特别是生产者一般追求的是一种短期效益，热

衷于某种短期行为。他们与其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研究、设计一

新商标并注册，还不如将别人的现搬过来省事；而且这些假冒注册商

标的商品在市场上有销路。这样，假冒伪劣商品，生产、销售假冒他

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屡禁不止就不足为怪了。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首先表现为经济违法行为(或者说经济不法行为)，然后才表现

为经济犯罪行为。无论是生产者还是销售者，他们实施该类经济违法

行为的成本，广义上包括实施生产、销售行为过程中所作出的物质消

耗，加上由此而可能引起的消费者的道义责难和受害人提出的损害赔



偿费用，再加上相应国家机关给予的惩罚和制裁。这个成本包括 3 个

方面的具体内容：(1)道德性成本，表现为社会舆论的谴责和贬谪，

以及由此影响到信誉的低落。道德性成本既可以以无形形态存在，也

可以以有形形态存在，它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违法行为实施

者对经济违法行为观念上的感受以及该行为的实际影响范围。(2)经

济性成本，表现为行为实施者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赔偿金、违约

金以及缴付给国家有关机构的罚款、罚金。经济性成本可以通过一定

的量直观地体现出来。(3)人身性成本，表现为违法行为实施者被国

家司法机关判处的自由刑甚至生命刑，即人身制裁。人身性成本是经

济违法行为的最高成本 。二、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

行为的经济学预防根据前文分析，要有效地遏制市场上的假冒他人注

册商标的商品，关键在于增加行为人实施该类违法行为的成本，降低

其收益，例如使上文的 AC 趋向零或为负数。而增加经济违法行为的

成本主要是增加其中的经济性成本和人身性‘ 成本，但前者受被追

究者的经济状况、支付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不可能无限地加大。因此，

目前对于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类行为的成本的增加主要

取决于人身性成本的增加，而其途径在于严格追究违法者的责任，提

高经济违法行为的究责率，多采用人身性制裁。前文的分析主要立足

于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是一种经济违法行为。我们知道，

任何一种违法行为若超过一定的度，就可能演变成犯罪行为。下面再

从经济学的角度简要分析一下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种犯

罪行为禁而不止的原因及预防对策。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认为，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犯罪”行为是一种重要的活动或产业，它也有

成本、收益。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类犯罪也不例外，其

成本由以下两部分组成：(1)行为人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所直接付出

的成本(显性成本)；(2)犯罪分子自身由于受到可能的惩罚所支付的

成本(隐性成本)。第一部分成本前文已作分析。- - — — 267•-——

第二部分成本(以下简称犯罪者成本)是由惩罚的严厉性和可能性决

定的。从惩罚给犯罪分子所带来的损失大小中，我们可以发现二者之

间大致存在一个这样的函数关系：以犯罪者成本为因变量，以惩罚严

厉性为自变量的单调递增函数，该函数关系反映出：惩罚严厉性越强，

犯罪者成本越大。可见，要遏制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种

犯罪活动，其对策之一就是提高对该罪的惩罚的严厉性，表现在刑事

立法上就是在刑法中增加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行为的

刑罚量，增加该罪的法定刑种类。但是，影响犯罪者成本的主要因素

还有惩罚的可能性。相对一个具体的犯罪分子而言，惩罚的可能性并

非总等于 100％，而是在 0 一 l00％之间，即受罚概率小于等于 1，

同时由于惩罚可能性的大小受很多因素的制约，因此，实际的犯罪者

成本将小于名义的犯罪者成本(机会成本)。可见，要遏制生产、销售

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种犯罪活动，其对策之二就是增大该罪的受罚

可能性，表现在刑事立法上就是增加刑法中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的犯罪量，放宽犯罪构成要件，扩大犯罪圈，以便提高犯罪的

机会成本，进而相对提高实际的犯罪者成本。犯罪行为既然需要付出

成本，也就必然会有收益。简言之，犯罪的收益就是指犯罪分子通过



实施犯罪行为、从事犯罪活动所获得的利益收入(包括以金钱显现的

收益和以精神隐现的收益，后者如犯罪分子在获得金钱收益时的自我

满足感、自豪感)。我们不难发现，犯罪收益与犯罪分子罪行严重性

之间也存在一个函数关系：以罪行严重性为自变量，以犯罪收益为因

变量的犯罪者收益函数。该函数关系反映出：犯罪者收益与犯罪者罪

行的严重性是成正比例的，即罪行越严重，犯罪者的收益也就越大，

特别是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类以牟利为目的的犯罪更是

如此。因此，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犯罪禁而不止，以至案

值金额越来越大也就不足为怪矣。犯罪作为一种“生产”活动同样存

在活动决策即犯罪决策问题：行为人是决定实施犯罪还是放弃犯罪。

根据前述对犯罪者成本和犯罪者收益的分析，就犯罪分子个人而言，

犯罪可能出现以下三种结果之一。一是犯罪者成本大于犯罪者收益；

二是犯罪者成本等于犯罪者收益；三是犯罪者成本小于犯罪者收益。

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前以及犯罪过程中总是竭力使其犯罪成本最小

化、犯罪收益最大化，进而实现最后的利益最大化。如果将犯罪者成

本函数与犯罪者收益函数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以犯罪数量为因

变量、以犯罪的净损失(或净收益)为自变量的犯罪者决策函数。该函

数反映出：犯罪的净损失与犯罪数量成反比，或者说犯罪的净收益与

犯罪数量成正比。在假定犯罪分子对风险偏好持中性的前提下，要遏

制生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这类犯罪活动，就要减少犯罪分子

的犯罪净收益或加大净损失。因此，同样可以得出结论：完善生产、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刑事立法，拓宽犯罪圈，加大惩罚力度不

失为一个较好的措施 

 


